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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内度过的。1997 年，

初次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的全球事务研究所作短期学术

访问。一年后受邀请去了芝加哥的一所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并参与

进行有关全球化的课题。此后，获准攻读博士学位。2005 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获聘到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一所公立大学任教。

回头看，这二十年时间，几乎都是在校园内度过，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

化在大学校园生活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特点。 

然而，我也曾有近二十年在国内的校园生活。早在 1971 年，我在上海

繁华街区的一所中学读书。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们成了红卫兵，

资深的老教师则成了批斗对象。校园生活充满了文攻武卫的气氛。1975 年

毕业时正值上山下乡的高潮，作为当时的学生干部，我积极报名去了当时

在安徽省的一所茶林场，在那里从事基层连队工作 6 年有余。全国高考恢

复后，我于 1981 年考上了当年在全国唯一具有社会学专业的上海的一所地

方高校就读。1985 年毕业后分配到了南方沿海的一所著名大学，直到 1997

年出国。因此，前后相加，包括在中学期间那几年共有 20 年时间的校园生

活。由于青春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因此，这二十年时间的校园生活，

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而，当时并未感觉到东方文化在校

园生活和制度方面的显著性以及与西方文化对比的差异性。 

在西方校园生活的二十年与在东方校园生活的二十年作了对比之后，

才使我感受到其中的差异，以及文化基因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有关

对西方文化的讨论泛见在各种书刊中。然而，以“文化基因”作为切入点，

把校园生活和制度建设作为研究角度和视野的文章似乎不太多。 

正如人们所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两大文化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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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而这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哲学意义上则

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与西方文化相伴

而生，集体主义则与东方文化紧密结合。比如，在中国，从封建社会的群

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都强调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社会本

位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西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它强调的是个人本位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自由。 

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L. Berger)在《资本主义革命》

一书中所说，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是欧美现代化市场经济形成的一

个先决条件。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最初经过启蒙运动和宗教

改革的洗礼表达为个性解放、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紧接着这

些文化理念为人际间达成契约关系提供了条件。由于契约关系明确界定了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就又向制度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

一步。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尤其是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后得以弘扬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是西方近现

代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力量。 

同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基因里，集体主义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

内核，它尽可能地在其社会成员中传播和复制。它更多地强调个人服从集

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在集体中则强调尊卑有序，级第分明的“差

序格局”。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基因要监视、识别、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

的文化理念，抗御和限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危害。它要对

西方所标榜的“人权”、“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保持警惕和批驳；

它要抵制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应对和驳斥各

种非难、攻击、颠覆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观念。 

可见，市场经济产生于个人主义社会文化之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

文化基因。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要把西方的市场经

济移植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这不仅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造，也显然是一

项庞大复杂的“社会转基因”工程。这项“社会转基因”工程首先要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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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进行资本主义的“体制外切割”，然后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

实现拼接重组，最后形成既带有西方市场竞争优势，又兼具社会主义特色

的市场经济；最终把它导入社会主义体制中，实现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

展现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历史篇章，可见这一工程之复杂

和艰巨。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重新回顾这一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如

此之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如此艰难曲折的经历，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的转型并未与文化相配套；而文化又受制于其组成的“基因”内核。 

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光有制度，没有文化，则制度难以贯彻。制度

必须辅以文化才能彰显其良好功能与效应。文化基因与制度效应又互为因

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改变一个社会的面貌并不只是改变其法律、制度，

而是要改变其整体的社会文化，以及承载这一文化的众多个体即普通大众

的素质，并引导大众积极参与和实践。而完成这一“社会转基因”工程可

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跨度和他们的共同努力。 

“制度”又是文明的“标尺”。或者说，“制度”作为文化概念的子

集，它是标尺性维度，是标定文化是否文明的“技术指标”。制度是“实

体”，文化则是“灵魂”。当制度被确立之后，文化才能被彰显。于是，

制度问题其实都是文化问题。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制度的独特性。于是，

所谓探究“制度的特色”实质上是在窥视“文化的特征”。 

本书取名“制度的文化基因”意在强调文化基因对于制度设计和建设

的重要性。虽然各篇的关注焦点在于校园的各个场景，其现实意义远在校

园之外。无疑，当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无不

存在于各种制度之中，然而其制度恰恰是由它“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文

明社会必将由更为理性的制度设计所塑造和推动，而其根本的前提和诉求

也在于“文化基因”的转变。 

 

孙嘉明 写于橡树庄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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